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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论证了国家介入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城
市社会 , 邻里间社会信任关系的演进和存量可以通过对嵌入于居民区的组织
联系而得到解释。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方式 ,对居民区内
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纵向行政动员的组织

策略中 ,居民间的交往关系往往被吸纳或建制化;而国家的基层组织的网络
化则提供了社会资本增生的空间和激励。本文通过 1996 年以来上海的社区

组织重建政策讨论了这些命题。研究发现 , 特定形式的国家介入乃是社会资
本得以发展和增进的必要动力;居民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 , 必须和国家介
入的类型进一步联系起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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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社会资本在一般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嵌入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之中的行动资源 ,这种资源可以增进集体行动的能力 ,减少人际互动过

程中因投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这个概念由来已久 ,在具体的定义和

测量方法上虽然争讼不休 ,但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已经成为一个很有

穿透性的分析工具。得益于科尔曼(James Colema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及普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的开拓性研究 ,学者们纷纷把

这一概念运用于不同的研究中 ,比如民主治理的绩效 、社区控制 、经济

增长乃至个体的职业流动。在许多政策取向的研究中 ,提升社会资本

存量也被认为是医治社会问题 、改善社会治理的灵丹妙药。

那么社会资本是如何出现和增生的 ?它是如何解释不同社区中社

会资本存量的差异的 ?在现有的文献中 ,比较多的研究把社会资本视

为一种自变量并检测其社会 、政治 、经济效应 ,较少将其作为因变量 ,由

此去考察它的起源和演进问题 。本文考查的问题是中国城市中邻里社

会资本的聚集过程。为什么居民间的社会信任与关系网络在不同的社

区中会有所不同 ?这种演变和差异性具有哪些独特的逻辑和模式?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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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 ,已有的一些理论视角富有启发但却并不充分 。通过对上海社

区建设的研究 ,本文力图论证 ,在都市邻里社会中 ,居民间横向的信任

关系和关系网络深受国家社区组织政策的影响。分析国家介入与邻里

社会资本之间的这种因果机制 ,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都市社会的

变迁 ,而且可以就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议程 。

本文首先就社会资本的概念和起源进行讨论 ,并在中国的制度背

景下提出新的推理和论点;接着分析了上海的社区组织政策 ,通过对 L

区的经验观察 ,讨论国家推动的社区组织变革是如何引发邻里社会关

系网络的发展的 。文章最后回到关于社会资本起源的逻辑的讨论 ,进

一步探讨个案的理论含义 。

二 、社会资本及其起源的理论

社会科学家们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和测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

(参见 Newton ,1997;Portes ,1998;Jackman &Miller ,1998)。① 但是 ,这种

争论或许存在着一个底线或共识 ,那就是承认人们在互动中形成的社

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行动资源 。如同科尔曼(Coleman , 1988)和布迪厄

(Bourdieu ,1986)所指出的:“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于个体间关系之中

的行动资源 ,而这种资源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

一种解决路径。

我们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建立在普特南的观点之上 。普特南将社会

资本视为组织或社区的特征 ,诸如信任 、规范以及网络 ,它们能够通过

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 , 1993:167)。这个定义包含了结

构的(structural)和认知的(cognitive)两种相互联系的向度:结构的社会

资本包括客观上既定的角色 、社会网络和制度 、规章等;认知的社会资

本则是指成员间主观上共享的规范 、价值 、信任 、态度和信念等(Pax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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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争议的焦点在于分析的层次(赵延东 、罗家德 , 2005), 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社会资本分析
的微观层次 ,也即嵌入自我观(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社会资本分析的中观层次 ,也

即结构观(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社会资本分析的宏观层次 , 也即嵌入结构观(the

embedded structural perspect ive)。这也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说的最狭义的社会资
本观(the minimalist view)、过渡的社会资本观(the transitional view)以及扩展的社会资本观

(the expansionist view)(Ostrom , 1999)。



1999)。结构层面的社会资本促进了交往 ,也培育了互惠的规范 ,而认

知层面的社会资本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 ,更有效地约束投机 ,解决集

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这两个方面也是邻里社会资本的基本构

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社区组织化程度 、社会关系网络 、治理合作等

方面来测知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这样一种功能主义的界定契合了科

尔曼的问题意识 ,也即把社会资本看成是那些能够使集体行动成为可

能的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 ,我们用“邻里社会资本”来描述一种邻里

居民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 ,这种网络和信任有助于将居民个

体融入社区 ,形成一种地方公共问题的治理力量 ,从而增进社区的集体

福利 。

进而言之 ,邻里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居民间信任与规范的

演进以及居民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 ,这种过程推进了社区的合

作治理能力。关于这些过程的解释逻辑 ,举其要端 ,有几种主要的理论

观点 ,它包括历史—结构解释 、社会关系网络解释 ,以及晚近的制度转

向研究。在本文中 ,我们在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资本和国家政策

介入(policy initiative)结合起来 ,提出关于中国都市社会中邻里社会资

本生成的新命题 。

(一)历史 —结构解释

历史 —结构解释或称“托克维尔模型” ,其基本立场是在社会内部

和历史上寻求社会资本的塑造力量 ,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市民社会组

织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些组织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

机制 ,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Putnam , 1993 ,1995;福山 ,1998)。从

这个角度看 ,表现为市民间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 ,或所谓的“公民社区”

(civic community)乃是由历史上的自愿组织传统 、家庭生活方式 、社区

特征所决定的。根据普特南(Putnam ,1993)的论述 ,作为社会资本的信

任是经由人们间长期的“横向社团网络”的历史而形成的一种习惯 ,包

括商业的和公民的活动。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注意到 ,社会资本

经常是由科层化的权威资源产生的 ,它依靠规范和对权威的遵从;世界

上的主要宗教如佛教 、印度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或者其他大的文化体

系如儒教等等都是如此。这些规范能够通过社会化过程一代代地传下

去 ,这样的社会化过程所包含的更多是习惯而不是理性因素。除了宗

教以外 , 共享的历史经验也能够产生非正式规范并创造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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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yama , 2000:13-14)。

在强调文化 、历史经验在社会资本演进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 ,这个

阵营的学者们还讨论了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可以更好地增进社会资本 ,

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引发什么样的社会资本 。家庭和亲属关系

(kinship ties)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基础 (Putnam ,

2000;Winter , 2000)。温特(Winter ,2000)强调家庭生活和社会资本之

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一方面 , 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推动人们的自我认

识和信任 ,从而催生了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 ,那种具有狭

隘家庭主义(familism)特征的家庭生活 ,总是把家庭和血亲联系凌驾于

社会义务之上 ,市民社会中社会资本存量因此遭到稀释 。类似地 ,普特

南(Putnam ,2000)也把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归咎于衍生家族(extended

families)的解体 、社会原子化(atomisation)和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ies)的

兴起 。在普特南看来 ,家庭结构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效应 ,这种效应还

具体地体现为某种代际差异:在美国社会 ,那些 20世纪 20年代出生的

人是最具有高度参与精神和社会资本的一代 , 而后的公民性

(civicmindedness)则不然 。那些二战之后 60年代出生的人 ,对公共组织

尤其有一种幻灭感 ,并倾向于采取一种注重隐私的生活方式 ,之后的一

代人更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 ,电视机的普及以及消极式娱乐(passive

entertainment)的盛行也是解释公共生活衰败的另一重要因素。

(二)社会网络解释

与社会历史解释注重传统文化和组织的力量有所不同 ,社会网络

解释从个体层面研究社会资本 ,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社会网络的特质 ,

是影响个人行为目标的达成及其功效的一种力量 。换言之 ,社会资本

的本质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所蕴含的 、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

源。那么 ,社会关系网络何以催生社会信任 ? 在布斯肯斯(Buskens ,

1998)看来 ,如果行动者经常交流其他行动者的可信任性 ,那么 ,行动者

会限制不信任方式的行动;更重要的是 ,如果行动者经常了解到其他行

动者的信任行为 ,那么信任将在行动者之间发展出来 。正是通过这些

机制 ,社会网络促进了社会信任的生成 。

受到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 , 1973)“弱关系”理论的启发 , 伯特

(Burt ,1992)区分了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和网络封闭(network closure)

这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 ,由此来分析社会资本的产生机制 。所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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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是指在整个大的社会网络中各群体之间的弱联系(weak connections)。

对于那些拥有这些联系的个人或群体来说 ,这些弱联系对信息传播的

参与和控制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竞争优势 ,这样也就产生了

社会资本 。而所谓的网络封闭就是网络所具有的封闭性。网络的封闭

性不仅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 ,而且促进人们从网络内的认可扩展到

信任他人。当然 ,伯特也认为 ,网络封闭结构促进社会资本的产生 ,但

另一方面 ,网络封闭也和不信任以及人格毁损的产生联系在一起 。这

也正如波茨(Portes ,1998)所看到的 ,过于稠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 ,

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 ,也限制了网络外

成员进入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 。不仅如此 ,还会造成对团体成员本

身要求 、限制过多 ,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 。① 总的来看 ,网络封

闭和结构洞都能产生社会资本 ,网络封闭讨论的是社会资本是由群体

内部强联系因素的网络产生的 ,而结构洞讨论的是社会资本是由群体

之间的弱联系产生的 。

如果承认社会资本发源于一定的网络结构 ,社会资本的积聚和存

量便可以通过网络规模 、网顶 、网差 、网络构成的不同而得以解释(边燕

杰 ,2004;边燕杰 、李煜 ,2001;张文宏 ,2003)。② 从这个立场出发 ,边燕

杰(2004)提出了两种解释路径:阶级阶层地位解释和职业交往解释 。

阶级阶层地位的解释是指个人及其家庭处于一定的阶级阶层地位之

中 ,这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范围。正如现代社会学把

产权 、权威 、技能等标准作为阶层划分的理论基础那样 ,这些标准也是

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社会交往的结构制约 。因此 ,阶级阶层地位将影响

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范围 ,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资本质量。职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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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边燕杰(2004)认为 ,社会资本发源于人际社会关系网络 ,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网络规模

大 ,信息和人情桥梁也较多 ,占有社会资本优势。二是网络顶端高 ,每个人拥有的网络中
他人都有其一定的权力 、地位 、财富 、声望 ,按任何标准排列起来都形成一个塔型的结构;

网顶高 ,就是网内拥有权力大 、地位高 、财富多 、声望显赫的关系人 ,比起网顶低的网络 ,
其蕴含的资本量大。三是网络差异大 ,即网内人从事不同的职业 ,处于不同的职位 ,资源

相异 ,影响所及互补;比起差异小的网络 ,网差大 , 所潜藏的社会资本量就大。四是网络

构成合理,与资源丰厚的社会阶层有关系纽带。这四个方面的总和 ,也即社会资本的操
作化定义。这个定义强调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网顶 、网差),也包含了网

络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网络构成)的观点。

在这方面 ,普特南(Putnam , 1993)区分了“桥梁”网络(bridging networks)和“联系”网络

(bonding networks):前者是社会包容和渠道开放的 ,因此异质群体之间能够建立联系 ,而

后者却排斥外来者。



往解释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假设 ,它把职业活动所提供的稳定交往场

域视为社会交往的发展源泉。在这个研究路线中 ,边燕杰进一步区分

了两种不同性质 、具有决定意义的职业交往活动。一是由于工作需要 ,

与工作场域内的上级 、下级 、平级同事以及跨机构同事的交往 ,这种交

往的差异性被称为“科层关联度” ;二是由于工作需要 ,与工作场域外部

的客户 、服务对象 、生意伙伴 、竞争对手等等发生的交往 ,其差异性体现

为“市场关联度” 。显然 ,如果职业的科层关联度高 ,则从工作关系拓展

朋友关系的潜力就大;如果职业的市场关联度高 ,则由此发展朋友网络

的机会就大;如果职业的两种关联度都低 ,则社会网络缺乏业缘发展机

遇。概言之 ,职业的科层关联度和市场关联度越高 ,在职者的社会资本

就越强。

(三)社会资本生成的制度分析

历史 —结构解释从托克维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那里汲取了很多理论

的想象 ,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中的自愿组织一旦形成之后如何推动

社会中信任关系的进一步增生 。不过 ,这个解释方案乃是以市民社会

组织的长期存在为当然前提的 ,它不能有效说明那些历史文化资源匮

乏的社区居民间社会信任关系的演进。正如怀特利(Whiteley ,1999)所

观察到的 ,托克维尔模型对社会资本生成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它不能有

力地说明社会资本何以在非合作的社会状态下出现 。更有批评者指

出 ,认为人们对社会基本组织的参与就可以创造社会资本 ,这显然是似

是而非 、循环论证的 ,因为它没有根本解决原始的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

问题(另见 Hooghe &Stolle , 2003;Rothstein &Stolle ,2003;Uslaner ,2002)。

社会网络分析把社会资本的起源追溯到个体所拥有的网络资源 ,

考察了个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个体所拥有的信息的后果 。

但是 ,对于许多新兴的封闭居住区(gated community)来说 ,这些观点也

有内在局限性。① 一个典型的封闭居住邻里 ,其“地理范围是被围墙和

篱笆决定的 ,而不是复杂的社会交往网络。这些新的人类社区被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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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封闭式居民区乃是一种发源于北美的邻里居住形态。它是在对付城市地区猖獗的犯罪

活动中兴起的 ,也是对政府治安管理软弱的反应 ,其中法定的治理组织是业主委员会。

封闭式居民区推动了“私人治理”(private governance)的兴起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见
麦克肯兹(McKenzie , 1994)、尼尔森(Nelson , 2003)。随着房产权的私有化和房屋自有率的

提高 ,在中国的城市社会中 ,封闭式居民区将会越来越普遍。



了静态的设计 ,人们希望这种设计能够产生生活方式的预期 ,但是它却

缺少社会变化的历史 ,以及基于特定历史性的经历和原因形成的文化

的 、经济的以及种族或者族群的特色”(Tomba , 2005)。在根本上 ,这样

的居住形态把人们集中到“作为产品设计和创造的简单的社会地带” ,

而这些地带是地产开发商为满足消费需求而制造出来的。

因此 ,在封闭社区的邻里场景中 ,有必要另辟蹊径 ,重新思考社会

资本的生成模式 。在我们看来 ,在那些缺乏结社传统的基层社会中 ,影

响居民间信任关系的外在因素可能更为根本 ,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介入

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程度。正如马隆尼(William Maloney)等

人对英国伯明翰地方治理的研究所发现的 ,地方治理的制度安排深刻

地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发展。20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伯明翰 ,其公民活

力得以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是该市的市政委员会 。这一组织在族

群关系上的开放转向 ,不仅影响了不同组织本身和政治精英的联系渠

道 ,而且也影响了市民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概言之 , “有意的 、自上而

下的主动性 ,可以对社会资本的增生产生积极的影响”(Maloney &

Stoker ,2000:817)。这表明 ,一个社会领域中的人际信任关系与行动者

所拥有的制度资源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而后者总是深受国家介入方

式的影响 。

本文把国家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独立影响变量 ,并考察这种力量

的变化何以推动或者妨碍社会关系网络的演进。在中国城市社区 ,把

邻里间横向的社会信任关系归因于国家介入模式 ,尤其是一种现实主

义的立论取向。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 ,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倾向

于对社会进行包容或者统合 ,以免社会内部出现有组织的利益自我聚

集 ,从而危害国家的合法性建构(Ding ,1994;Unger &Chan ,1995)。在这

个意义上 ,国家倾向于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介入社会肌体 ,并且替代性

地提供组织资源 。① 至少在理论上 ,这些组织资源可能成为居民社会

交往的重要来源 ,在那些新兴的私有房屋产权封闭住宅区中尤其如此 。

在缺乏公民结社传统的社会空间中 ,信任和互惠关系的形成需要

一定的制度空间和组织资源。不过 ,并非所有的组织资源都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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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对新兴社会空间的管制也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许惠文所看到的 ,快速的经济发展和

非国家计划的增长 ,让国家找到了新的使命:“地方国家权力再度出发了 , 以更为强劲的
态势 ,对刚刚从国家的直接控制解放出来的社会空间 , 施以规制性的和强迫性的管理”

(Shue , 1995:112)。



塑造居民在邻里生活中的信任关系。在经验中 ,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社

区组织资源在制度化模式上是不同的。具体地看 ,组织资源的配置可

以是集中的(concentrated)的 ,也可以是散布的(diffused)。为了论述的

方便 ,我们可以把集中的社区组织资源称为行政化的介入 ,而把散布的

社区组织资源称为社会化的介入 。行政化介入 ,在邻里社会中导致了

一种独特的组织资源结构关系 ,这种关系的特征是强调单个组织的管

理力量和纵向的行政联系 ,以便基层的公共事务得以在更大尺度的行

政网络中进行治理。由此这样的“行政联系”建构了纵向一体化的邻里

政治过程 ,在这种制度渠道中 ,居民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横向的沟

通和互信关系;另外一方面 ,社会化的社区政策代表着对组织资源的另

一种配置模式 ,提供了一个分散的在地政治空间 ,在此之中 ,平铺的组

织资源扩展了居民交往的机会结构 ,并且激励着横向互惠关系的增生 。

散布的组织资源之所以重要 ,乃是因为它们具有工具性 ,可以消减行动

者自组织的成本 ,同时它们本身即是行动者的一种关系资源 。

根据这些推理 ,本文的命题可以表述为:国家介入的差异性将影响

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范围 ,从而影响其社会资本的建构。在行

政化介入的制度背景下 ,社区互动呈现出某种单向向上归拢的特征 ,居

民间建立横向社会关系的动机和机会不大;相反 ,在社会化的 、组织资

源分散的状态下 ,居民间发展横向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就比较大;松

散 、灵活的协商组织更容易被居民所使用 ,成为个人之间互信 、互惠的

源泉 。

三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基于上海的经验分析

关于国家介入和邻里社会资本的关系 , 20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上

海的社区建设过程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经验。从 1996年开始 ,为了应对

转型期基层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上海市开始了有规划的社区

组织重建 ,推动“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的建制 ,加强地方化的行政管理

网络。1999年 ,政府又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推动了居

委会重组 ,以恢复居委会作为“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组织的

性质 。此后 ,作为深化“四级网络”建设的一部分 ,上海市在全市范围内

更广泛地探索居委会换届选举和基层治理框架的变革 ,在很多社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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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议事会组织 ,以吸引居民对邻里公共事务的参与。所有这些 ,都为

分析上述理论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讨论背景。

(一)社区组织政策的变奏

1999年前后的上海社区政策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国家介入邻里的

模式 ,同时也展示着不同的基层组织资源的制度化模式 。在前一阶段

(1996-1999年),“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体制的本质乃是强化居委会在

地方行政管理中的功能 ,建立一种在地的行政网络 ,这也被有的学者描

述为“地方行政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 ,街道层面的行政管理组织得到

强化 ,居委会干部的结构趋于年轻化 ,财政资源得到保证 ,其行政能力

也大大增加。由此 ,城市社区正在打破以往较为自立的社区以及外联

的区位体系而受到国家行政力量的不断渗透和强化 ,从而成为“全民”

社会的一个行政细胞(朱健刚 ,1999)。在“地方行政建设”过程中 ,被激

活了的居委会仍然不过是上层行政体制的延伸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

的 , “居委会不再是民众与政府的中介层 ,而是政府本身 ,它在上级政府

的领导下代表政府对城市基层行使行政管理权” ,这使得居委会制度内

的自治功能遭到弱化 , “尽管政府力图采取各种措施来同时发掘居委会

的民主功能(如开始进行居委会的直接选举),但要把本质上冲突的两

类功能(基层控制与基层民主)融于同一种组织形式之中 ,却是非常困

难的”(桂勇 、崔之余 ,2000)。

1999年以后的第二个阶段 ,由于市场力量的持续作用和居民参与

的弱化 ,行政化导向的社区政策得到了一定的修正 。从 1999 年开始 ,

市政府意识到基层组织行政化的局限 ,开始尝试在居民区建立“四级网

络” ,探索新的治理架构 ,这代表了基层治理政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

重要转向(Liu ,2006)。如果说在社区建设初期 ,国家需要行政化地动

员社会组织资源 ,以弥补由于单位改革所致的社会服务真空 ,以及应对

社会转型以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治理问题;那么 ,在社区建设的中

期 ,国家则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来赢得居民参与的主动性 。居委会这个

基层群众组织的发展开始有意识地逐渐从行政性的归属向社会性的归

属转化(林尚立 ,2002a)。

以居委会为中心建构“四级网络” ,正是国家介入邻里社会 ,使社区

组织回归社会属性的一种新的组织努力 。与地方行政建设时期的组织

关系相比 ,“四级网络”试图通过社区中介组织的发育 、居委会的民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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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事会组织的建立在邻里社会营造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公共空间。在

很多居民区 ,居委会的选举都采取间接选举的方式 ,亦即由居民代表选

举居委会成员。与发轫于 20世纪 80年代的村委会选举一样 ,它们也

遵循了相似的流程:选民登记 、召开居民代表会议 、提名和确定候选人 、

选举动员 、投票和结果宣布等 。在许多试点居委会 ,选举后建立了一种

新的居委会委员和社区干事选聘分离的新体制———居委会是民选的社

区决策层 ,而构成具体操作层的社区干事则是政府聘用的 ,能帮助政府

做一些以前希望居委会做的事情。这种新体制使得居委会可以完全由

居民自治 ,从而理顺了居委会和街道的关系 ,使得社区被基层政权完全

覆盖的现象终结了(蒋玉森 ,2003)。

1999年之后的“社会化”导向不仅体现为居委会的逐步民选化 ,而

且还表现为议行分离体制的建立 、居民区议事会组织的发展 ,等等。主

要的政策举措是通过居委会民选 ,将议事会全面嵌入居委会 ,重新吸纳

居民参与小区治理 ,恢复小区的自治功能;在民选的基础上 ,使居委会

成为由居民或居民代表选举产生的 、以居民意志为取向 、服务居民为使

命的组织 ,而原来由居委会直接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则转移给社区工

作者承担(林尚立 , 2002a)。这些自上而下地塑造邻里组织的探索 ,为

居民区社会资本的演进带来了新的制度生态 。

(二)对 L区的观察

在此 ,我们通过对上海市 L 区的一些经验观察进一步比照两种国

家介入方式下的居民区日常信任关系和治理合作行为模式 ,初步探讨

和检视了邻里社会资本增生的政治逻辑 。从 1996年开始 ,作为全国社

区建设示范城区的 L区就锐意在本地区探索和建立基层治理的模本 ,

在基层推行了具有不同导向的社区组织政策 。与上海市的其他城区相

比 ,L 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社区基层组织变革最为典型的实验室 。

在“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框架下 ,居民区的治理有了比较充裕的资

金支持和组织资源 ,在此基础上 ,1999年 8 月 , L 区的许多居委会进行

了换届 ,以此为契机按照“议行合一”的原理改造了治理架构:居委会内

部设置了若干个“专业委员会” ,以强化居民区和街道的对口工作联系 ,

同时也强化了居民和居委会之间的纵向行政联结 。这些部门的建立 ,

使得居委会进一步科层化 ,足以“分门别类”地治理邻里社会中的公共

问题(参见图 1)。与此同时 ,街道层面的大部分行政力量在居民区获

69

论 文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



得了“对应的”工作平台 ,它们派代表参加五个委员会 ,介入社区事务的

治理过程 。这些措施总体上强化了居委会这个主体在多方面解决邻里

问题的决策和执行能力。

居民代表大会 　 监督委员会

居委会党支部

下辖委员会

居民小组

物业管理委员会

社会保障委员会

发展委员会

综合治理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图1　“议行合一”的社区组织架构

　　在“议行合一”的模式中 ,邻里中基本的政治过程得到了制度化 ,包

括每季度一次的居民代表大会和每月一次的专业委员会例会 ,下面是

L 区 B居委会的一次邻里政治过程 。

　　2000年8月 ,B居委会主持召开了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会 ,许

多对物业管理有意见的居民列席了会议 ,他们在会上提出了十大

问题 ,包括楼道照明不足 、小区绿化面积太少 、外来流动人口太多 ,

等等。物业公司代表和街道代表对此积极回应 ,会上很快制定了

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物业公司的吴先生高度评价了这样的

工作机制 ,认为专业委员会的运作可以避免公司和居民的“短兵接

触” 。吴先生认为 ,物业管理问题很敏感 。因为现在是居民自己付

费而不再是政府 ,所以居民一定会很认真地盘算 ,很挑剔管理质

量。按理物业公司应由业主委员会聘请 ,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 。

但是由于业主委员会迟迟成立不起来 ,所以只能依赖居委会的工

作机制来处理与居民的关系。居委会经常和居民打交道 ,居民们

也支持居委会牵头与物业公司商讨房屋管理问题 。(B小区访谈)

房屋物业管理只是邻里治理的一个方面 。不过从这个过程中我们

可以发现 ,随着治理力量的专业化 ,治理过程逐渐被政府 、居委会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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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纵向联系所主导;而居民和物业公司作为治理的当事人对居委会

这个组织体系的参与 ,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居委会的管理权力 。尽

管不是所有的邻里事务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到充分解决 ,但是由于

居委会治理的有效性 ,客观上淡化甚至弱化了居民之间的横向交往行

为或微观的自组织行动的必要性 ,这对于那些依赖于居委会提供社会

服务和福利的居民来说尤其如此。居民 L 认为:

　　现在的居委会和过去的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 ,现在的居委会

委员承担很多上面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身边的居委会就是政府的

一个延伸。不过 ,小区里的许多问题拿到居委会去说还是比较方

便的 ,他们会登记我的情况 ,及时上报给街道有关部门 。他们也很

积极地想知道我们的需要 ,提供我们想知道的一些信息 ,比如劳保

政策的变化什么的。我们这里有不少下岗工人还通过居委会找到

了工作。(B小区访谈)

对一些居民来说 ,在涉及居民个体利益方面的问题上 ,居委会成为

一个便利的求助对象 。而在很大程度上激励这种行为方式的是居委会

行政化的组织模式。居委会把街道和其他社区组织力量糅合于新体制

之中 ,这样的制度设计当然不旨在限制居民的横向交互 ,但是客观上 ,

它吸纳着居民和居委会组织之间的行政连接 ,塑造了一种“纵向活跃”

的邻里互动规则 。换言之 ,这种“议行合一”的组织模式所蕴含的邻里

社会资本是比较少的 。

2003年 ,随着宏观层面上社区政策的自治导向 ,L区所辖居委会的

组织模式再度经历变革 。8 月 , D街道 B居民区进行了居委会换届选

举 ,与本区其他一些街道的做法类似 ,选举的一个目的是建立一种不同

于以往的治理模式 ,也就是所谓的“社区自治 、议行分设”的架构 。在这

个架构中 ,社工站作为“执行层”被导入 ,负责那些繁杂的与本小区居民

有关的政府交办的行政事务 、配合物业公司认真办理居民的公共事务

和公益事业。其人员不一定是本小区居民 ,作为“上班族” ,他们的工资

由街道办事处支付;而建立在民选基础上的新居委会则成为“议事层” ,

通过选举 ,居委会的成员由那些热心公共事务 、在居民中享有一定声望

的居民担当 ,他们对社工有聘用和监督的权力 。关于居委会和社工的

关系 ,街道给社工的工资是由居委会根据社工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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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 ,而社工每半年要向居民代表大会述职一次 ,居委会则要对社工进

行年度考核。这个架构的组织网络如图 2所示 。

图 2　议行分离的组织模式

这种架构虽然强调各个行动主体之间决策 、协商和执行的分工 ,但

所构架的并不是纯粹的行政化关系 ,毋宁说是一种扁平化的组织网络

关系 。按照区民政局 L 科长的说法:

　　“四级网络”是社区建设的一个新理念。这个网络应该有新的

内容 ,那就是议事层要得到发育 ,从而发挥居民和社会的主动性而

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的主动性 。从长远来看 ,社区管理是以人为

本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后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 ,在发展基层民

主的过程中 ,社区组织要遵循新的思路 , “议行分设”是一个有益的

探索 。(L区访谈)

在“议行分离”的制度框架下 ,民选的居委会作为议事层 ,居委会主

任 、委员都不拿工资 ,平时也不坐班 ,其职责主要是对小区可能发生的

重大事件行议事职能 。平时街道布置的工作以及社区内的日常事务则

由社区党总支书记领导下的社工具体负责完成。2003年以后 ,B 社区

有10名社工 ,其中一名为社工主任。社工对小区的管理与服务实行

“条块结合” ,即每名社工既要负责“条”(例如民政 、调解 、卫生 、治保 、宣

传 、文教 、计生 、妇代 、老龄 、就业等)里的工作 ,即主要面向街道 ,完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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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下达的任务;又要负责小区“块”里的工作 ,社工作为“块长”(联络

人),协助完成块上的工作 。社区党总支书记全面统筹领导条块 。

这个体制带来了邻里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模式的新变化 ,激活了

社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信任关系 ,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

先 , “议行分离”体制在社区中创造性地聚集和转换出一些具有社区外

部资源 、并有能力协调内部事务的积极分子 ,这些行动者不必直接面对

街道布置的行政任务 ,他们只专注于居民的内部诉求 。这些积极分子

通过协商行为扮演着共识制造者的角色 。在邻里的政治过程中 ,由“协

调会” 、“听证会”和“评议会”构成的“三会”制度成为基本的协商治理机

制。协调会由居委会内部的“调解委员会”负责召集 ,针对具体的邻里

冲突开展工作;听证会由居委会不定期召开 ,为居民提供就社区问题提

议的机会。居委会把这些意见上传给街道 ,或者交由社工站处理 。评

议会则由居委会每年召开一次 ,让居民评议居委会 、社工站和街道行政

工作质量 。这些工作机制和之前的“专业委员会”不同 ,它们处理的主

要是居民区内部的社会问题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其工作方式

是横向协商而不是纵向行政。正是在协商治理过程中 ,居民对居委会

的参与呈现出更多的主动性 ,同时 ,协商式的治理也使居民之间社区认

同感和相互信任感不断增强。曾是楼组长的 D先生这样评论:

　　我们现在居委会中有不少颇有社会资源的居民。他们不用坐

班 ,有更大的积极性 ,乐于对社区公共事务贡献意见。居委会作为

自治的议事机关 ,也可以让居民们更多地参与和付出。通过居委

会的许多协商活动 ,居民之间越来越熟识起来 。(B小区访谈)

其次 ,由于居委会从行政任务中相对剥离 ,催生了社区中新兴的非

正式组织和更多的志愿行动 ,这在另一个方面显示出邻里社会资本的

增生 。在W街道 R居委会 ,民选的H主任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建立热

心社区建设的志愿者队伍 ,营造小区生活的新景象。民选居委会通过

一个“能为小区做些什么”的问卷调查 ,通过自愿的形式把居民连接起

来 ,使得很多居民成为小区中医疗保健 、法律咨询服务的主力军。在 R

小区 ,各类讲座的主讲人是居民中的专家学者和行政干部 ,文艺活动由

著名演员参与 ,组织参观由居民牵线搭桥。为了激活居民间的社会联

系和对社区的认同 ,居委会还成立了“百人智囊团” ,聘请了有特长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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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者和行政领导做顾问;新居委会还在小区内建立了 13支群众团

队 ,每支团队都有专家学者或文体骨干参加 ,居民对小区活动的反响很

好。2004年母亲节 , R居委会举办了资助母亲的捐助活动 ,有 107户家

庭主动参加 ,捐款超过 5000元 ,在街道中传为美谈 。对此 ,居民有着这

样的感受:

　　大家同在一个社区 ,应该守望互助 ,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参与

居委会的这些活动可以更多地认识小区中的其他居民 ,分享更多

的信息和乐趣。如果大家都躲在屋子里不出来活动 ,老死不相往

来 ,不仅小区的一些问题搞不好 ,而且对小孩的成长和老人照顾也

不利 ,现在的居委会在这些方面的确下了不少功夫 ,居民之间熟了

很多 ,关系也好了很多。(R小区访谈)

最后 ,通过议事会等工作平台 ,居委会不仅催生并扩展了社区的积

极分子 ,使得居民个体之间的互动 、互信得到增强 ,更使得居民区整体

的集体行动能力得到了提高。在 R居民区 ,新当选的居委会为了使小

区的文化生活和团队活动有更大的空间 ,H主任出面积极争取各级政

府部门 、街道 、物业公司和共建单位的支持 ,目标是利用社会资源建设

活动基地。对此 ,小区的居民也积极提供意见和建议 。通过多次居民

小组会议讨论和多方协调 ,一个500平方米 、设备齐全的“社区之家”投

入使用 ,里面设有医疗咨询室 、法律咨询室 、棋牌室 、健身房 、电脑室等

等 ,由社区志愿者进行组织 、管理和服务(弄堂里的故事编写组 ,2004:1

-7)。

四 、讨论与结论:社会资本的政治建构

邻里社会中横向的社会信任是社区治理的基础 ,这种信任关系是

如何形成和增生的? 什么样的制度背景有助于社区资本的构建 ?通过

一些经验观察 ,本文比较了两种国家介入背景下居民区中居民信任关

系的演进和差异 ,并分析了自上而下的国家介入在其中的作用。社区

重组政策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模式 ,深刻地影响了居民间的

信任关系和交互行为 。在 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上海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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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邻里社会出现过两种典型的连结方式 ,一种是以纵向管理为特征的

“行政化连接” ,一种是在四级网络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化连接” 。

前者的实质是通过“议行合一”的方式建立地方行政网络;后者则旨在

“议行分离”的架构下催生社会内部的协商组织 ,进行社区事务自治 。

这种政策介入的变奏改变了社区中组织资源的分配模式 ,并对邻里之

间的信任和合作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前一个政策背景下 ,邻里社

会形成了一种单向向上的政治过程 ,这种过程建构了纵向的参与行为 ,

在客观上淡化了居民间横向的人际互信关系;而后一种介入类型则造

就了另外一种模式的邻里关系 ,其所嵌入的协商性组织乃是居民进行

横向动员 、建立互惠关系的激励机制。这些差异意味着 ,社区建设提供

的社会化制度设施包含着更多的社会资源 ,由此引发的居民间的合作

行为和信任关系会比较显著;而那种“刚性”的制度安排则不利于社会

互信和内部互惠规范的生成。

这些经验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 。首先它初步印证了社会资本

生成的政治逻辑:在那些“非合作的社会状态”下 ,社会资本需要外部制

度力量的激发和支撑 。正如福克斯所说 ,在经历民主转型的社会政治

生活中 ,作为市民社会基石的社会资本的积累 ,不能从社会内部得到充

分解释。所以 ,对于社会资本研究而言 ,一个重要的挑战是要去分析政

治因素对于社会资本营造的作用 , “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行

动者是建构性的合作伙伴而其他的则是社会资本形成的敌对力量

“(Fox ,1996:120)。解释社会资本发展的现实策略 ,是“打开”国家和社

会的匣子 , 研究双方内部“亲社会资本的行动者”(pro-social capital

actor)是在什么情况下合作共同生产社会资本的。①

把社会资本的聚集和一定的国家介入模式联系起来 ,这个论证取

向也丰富了对社会资本的制度逻辑的认识(Schneider et al., 1997)。社

会资本的制度主义理论声称 ,政治制度 、政策环境和各种形式的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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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鉴于此 ,福克斯发展了一个“政治建构”理论去阐释不发达民主条件下社会组织的不均
衡发展。国家和社会的冲突或者合作可能引发社会资本的聚集 ,这取决于三个要素:政

治机会结构 、社会力量和理念 ,以及地方代表和谈判能力的“上扬”(scaling up)过程。社

会资本正是在这样三种主体力量的互动中得以增进的:地方的“社会资本家”(social
capitalist)本身 、那些不愿意分享权力的威权统治精英 , 以及双栖于国家与社会的改革联

盟力量。



会生活之间有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① 在那些不能承认和积极回应公

民诉求的制度环境中 ,社会中那些侵犯性的公民团体会甚嚣尘上 ,越来

越多的公民会被卷入到与国家敌对的势力中去 ,或者干脆对政治不闻

不问 ,总之 ,这种制度削弱了公民对政治的信任(Edwards &Foley ,1998;

另见 Letki ,2003)。列维(Levi ,1998)也看到 ,一定的政治制度设施不仅

影响了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 ,而且因为制度和政策在资源分配中至

关重要的作用 ,也进一步影响了社会内部的横向信任关系 。对那些弱

势群体来说 ,他们的行动资源比较少而难以建构社会信任。不过 ,国家

可以采取对弱势群体进行赋权(empowerment)、使工会合法化等政策措

施来改变这种情况(Levi ,1998;Tarrow ,1996)。②

毋庸置疑 ,国家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有争议的 。伊

文思等人(Evans , 1997)持“协同”(synergy)的观点 ,认为社区层面的非

正式互动可以强化国家制度 ,而有效的国家介入则为公民互动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另见Heller ,1996)。也有一些社会资本理论把国家视为一

种刚性的负面力量 ,因为国家介入会铲除社区中的非正式社会关系而

不提供替代的价值和功能 ,从而导致社区的衰败。正如福山所指出的 ,

国家的作用最好被看成是间接的 ,其培育社会资本的机制是提供教育

以及必要的公共物品 。国家过多地介入社会内部则会削弱人们进行自

组织和协作的能力(Fukuyama , 2000;另见 Coleman , 1990:32)。沃尔夫对

斯堪地纳维亚的福利国家进行了研究③,发现在这些社会中 , “从摇篮

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削弱了市民社会和人际的互惠规范的重要性 ,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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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实际上 ,有比较研究发现 ,北欧国家的社会资本存量相对而言是很高的(Torpe , 2003),这
意味着要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方式以及“制度效应”进行进一步的验证。若斯坦和斯斗勒

等人(Rothstein &Stol le , 2003;Kumlin&Rothstein ,2005)讨论了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和社会

资本的生成关系 ,认为普遍的 、无差别的福利措施有助于增进社会资本和人际信任度。
此外 ,政府的腐败程度与社会资本存量及社会信任度成反比关系:政府越腐败 ,人们越不

相信他人和政府 ,社会资本也就降低。

当然 ,很多学者也看到 ,不能把社会生活中的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存量看成是民主制度的

必然伴生现象。 即便承认一个民主的政府可以培育社会资本(Levi , 1998;Rothstein ,
2001),也不能认为民主制度天然地培育了“信任公民”(trusting public), 一定的体制本身

不能解释这个体制内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现象 ,个体层面上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一种重
要的预测因素。

在《生产社会资本:比较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与制度》一书中 , 胡格和斯斗勒(Hooghe &
Stolle , 2003)整理了两个视角作为经验研究的引导路线:社会中心的研究路径(society-

centered approach)和制度中心的研究路径(institution-centered approach)。不过 ,这些研究仅
限于美国和欧洲的语境 ,并未对中国这一转型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增长逻辑加以关注。



利国家因此对于社会资本来说产生了一种排挤效应”(Wolfe , 1989:

142)。

在这些语境中 ,上海的社区建设和居民区社会资本演进的经验提

供了有益的启发 。我们必须正视国家在社会资本演进中的辩证作用 ,

仔细考察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模式的后果。在国家

介入和社会资本这两者之间 ,我们不应该把前者的正面作用“浪漫化”

或视为理所当然 ,必须考察什么样的制度背景更有利于激发社会资本

的生成。当然 ,在不同的社区类型中 ,社会资本构建的逻辑也可能不尽

相同 。除了分析国家这一方面的制度生态 ,社区内部的变量 、居民个体

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等因素也值得展开系统的考察 。最后 ,本文的

分析是基于上海社区组织模式变化的经验 ,这种经验的独特性也决定

了我们在推论上所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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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mobi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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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2003 China GSS survey data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mong Chinese public , focusing on two hypotheses ,
namely the soci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ructural hypotheses.Results show that both are

not supported in our sample.After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rethink the theorizing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We need to note the ambiguity of the influences of

individuals' socialization process and social_structural positions , and explore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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